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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于铁军

内容提要　要处理好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性和政策性的关系 ,一条

重要的途径是发现某些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欧内斯特·梅、亚

历山大·乔治和白鲁恂三位学者分别在历史案例研究、中层理论 ,以及国

别和地区研究等领域有突出的表现 ,这三种知识类型有助于缩小国际问

题研究中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距离 ,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提供

和运用这些类型的知识 ,学者可以对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知识类型 历史案例研究 中层理论 国

别和地区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或曰国际关系研究中 ,有各种各样的知识类型 ,比如现今国内国

际关系研究界耳熟能详的所谓“三大主义”,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便

属于范式层次的大理论 (meta2theory)。这些大理论 ,虽然对于制定或理解一国的

对外政策也能发挥某些作用 ,但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结果必然距离现实

世界较远 ,与某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距离更远 ,因此无论是解释、制

定还是实施对外政策 ,这些大理论的作用都不能令人满意。以现实主义阵营中的

重要一支———新现实主义理论为例 ,作为一种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 ,新现实

主义所试图解释的是体系层次的结果 ,而不是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 ,不同的国家

被视为功能相同的台球。在这种情况下 ,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国家之间

的战略互动基本上都不在理论的考虑之列 ,其能为政策制定所做的贡献也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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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限了。①

但从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史来看 ,政策性毕竟是其基本属性之一。国际关系

领域的学术研究如果仅仅追求理论的简约性和方法的技术密集性 ,其与政策界的

共同语言将越来越少 ,隔阂将会越来越大。尽管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阶

段与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 ,因而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的关系方

面所面临的问题也有所不同 ,②但致力于加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沟通 ,减

少两者之间的隔阂与相互漠视 ,应该说是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

那么 ,国际问题研究中到底哪些知识类型更适合于结合理论与实际 ,既能体现

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 ,又可以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提供较多的帮助呢 ? 基于

学界既有的相关论述 ,③笔者认为 ,历史案例研究、中层 (m iddle2level theory) 或中

型理论 (m iddle2range theory) ,以及国别与地区研究可能是三种比较有助于政策制

定的知识类型。以下 ,笔者将对这三种知识类型略作介绍。为了使介绍更加具体

直观 ,对每一种知识类型 ,笔者将列举一位优秀学者加以说明 ,看他们是如何在学

术研究和对外政策之间架起桥梁 ,使学术与政策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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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广泛运用的“格局”一词 ,类似于新现实主义中的“结构”的概念。我们所讨论
的“单极”、“多极”和“多极化”等概念 ,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国际体系层次的结构问题。这种讨论对于国家长
期对外战略的制定无疑是有用的 ,但对于短期和中期的对外政策制定来说 ,用处便不那么大。如果国际格局
几十年都处于“多极化”的过程中 ,那么其对国家中、短期对外政策或者对特定国家的政策的制定乃至实施
的指导意义也便有限了。
同是讨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和政策性之间的关系 ,当前国内外讨论的背景有比较大的差异。

以美国为例 ,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政策分析专家和少部分大学中的国际
关系研究者感到 ,美国大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被国际关系大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及定量研究方法所主
导 ,学术界研究的问题日益狭隘 ,对研究技巧的关注远甚于对其研究的问题的关注 ,结果导致学术研究和对
外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日益脱节 ,学术研究的成果只能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学者圈子中自我流通和消费。相
比之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则是学术研究太少 ,所谓的政策研究太多。但随着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的持续引进 ,美国现在的问题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明天的问题 ,因此现在国内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 ,也不是
无的放矢。而且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如果国际关系研究日益远离它所研究的现实世界 ,仅仅纠缠于一些
“纯学术”的细枝末节和幽玄高妙的学术论争 ,那么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无疑将会降低。
国外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 ,参见 Joseph Nye, J 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2

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in Christian Reus2Sm 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 The O xford Handbook of In ternation2
al Rela 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482660; Andrew D. Marble et al. ,“Special Roundt2
able: B 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Academ ic and PolicyWorlds,”Asia Policy, No. 1, January 2006, pp. 1241; Ste2
phen M. W 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 l

Science, Vol. 8, 2005, pp. 23248; B ruce W. Jentleson,“The Need for Praxis: B r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In 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4, Sp ring 2002, pp. 1692183; Joseph Lepgold and M iroslav N incic, B eyond the

Ivory Tower: In ternational Rela tions Theory and the Issue of Policy Relev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M iroslav N incic and Joseph Lepgold, eds. , B eing U sefu l: Policy Relevance and In ternational Rela tions Theo2
ry , Ann A rbor: The University ofM ichigan Press, 2000; Philip Zelikow,“Foreign Policy Engineer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Back Again,”In 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Sp ring 1994, pp. 1432171; A lexander George,

B 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 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一、历史案例研究

法国历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曾言 :“要使行动合理 ,首先有必要理解。”①决

策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历史类比的方法 ,来试图理解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 ,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

制定为例 ,美国干涉朝鲜的战争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便受到杜鲁门总统对 1930年代

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侵略的回忆的影响 ,②对越南的干涉决策则深受“朝鲜战

争”和“慕尼黑”类比的影响。③ 即便在 1990年代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

争之际 ,“慕尼黑”和“大屠杀”类比在美国决策圈仍时有耳闻。在其他国家的对外

政策制定中 ,这种历史类比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由此可见 ,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对外

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但遗憾的是 ,除了极少数人如丘吉尔者 ,决策者的历史知识大多只具有业余水

平。“当诉诸于类比时 ,他们常常一把抓住所想到的第一个类比 ,而不是去做更为

广泛的探索。他们也不会停下来对案例来进行分析 ,检验其适用性 ,甚至也不问在

什么情况下这一案例可能会是误导的。他们将一种趋势看作是贯穿至今 ,并常常

认为未来会继续如此。他们不会停下来想一想 ,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趋势 ,以及为什

么一种线性的预测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④而且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还不得

不面临时间紧迫、所需信息有限、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等一系列问题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学者的帮助 ,决策者很容易会将一些危险的、过于简单化

的或者根本无甚联系的经验总结运用到他们当下所面对的危机或问题上。⑤

这样一来 ,学者特别是那些历史学者的作用便显得十分重要。在对外政策制

定中 ,需要大量外交史 (或者是国际关系史 )的知识 ,而能够提供这些知识的则主

要是外交史学者或曰国际关系史学者。一位优秀的外交史学者 ,可以借助其长期

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 ,通过对历史案例的解读来为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帮助。

在这方面 , 2009年 6月 1日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 ·梅 ( Ernest R.

May, 1928—2009)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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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梅生前为哈佛大学查尔斯·华伦美国史讲座教授 ,其研究和教学

领域包括美国对外政策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冷战史、美国核战略史、历史与决

策、战略情报分析等。在哈佛大学长达 55年的任教生涯中 ,梅围绕美国对外政策

的制定发表了大量论著 ,被认为是美国 20世纪后半期最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

家 ,同时他也积极为公共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他先后担任

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家情报委员会等多个机构的顾问。“9·11”事

件后 ,梅曾被任命为美国政府调查该事件的“9·11”委员会的资深顾问。他的学

生菲利普·泽里科 ( Philip Zelikow)担任该委员会工作组的执行主任 ,负责起草了

美国政府官方的最终调查报告。①

在梅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 ,这就是通过历史案例 ,将历史研究与战略

评估和对外政策制定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的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均反映了这一

研究取向。1973年 ,梅出版了《过去的“教训”:美国对外政策中对历史的运用与滥

用》一书。这部著作篇幅不长 ,但影响很大。该书首先考察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和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1950年对朝鲜的干涉 ,以及美国陷入越战等四

个案例 ,对美国决策者实际运用“过去的经验教训”的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接

下来 ,梅就历史研究应该怎样服务于决策 ,以及历史学家在其中所能够起的作用提

出了自己建设性的意见。②

从 1970年代起 ,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著名政治学家理查德·诺伊

施塔特 (R ichard Neustadt)教授联袂开设了一门名为“历史的作用”课程 ,运用历史

比较的方法来系统研究当前公共政策的各种抉择。1986年 ,他们在授课讲义的基

础上合作出版了《适时思考 :历史对于决策者之作用》,书中考察了各种运用历史

经验来指导现实政治的案例 ,如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所唤起的历史记忆、历史记

忆提供的经验 ,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帮助决策者处理危机等等。③ 这种历史案例研

究法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古巴导弹危机 , 1997年梅

还与泽里科合编了《肯尼迪录音带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白宫决策内幕》。④ 该书汇

集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高层决策者在白宫召开的 21次会议的录

音记录 ,并在书的开篇和结尾详加解说 ,为人们认识美国政府在危机时期的决策过程

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出版后受到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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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Comm ission on Terrorist A 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 /11 Comm ission Repor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Ernest R. May,“Lessons”of the Past: The U se and M isuse of H istory in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R ichard Neustadt and Ernest R. May, Thinking in Tim e: The U ses of H istory for D ecision2M ak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Ernest R.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 hite House D uring the Cuban M is2
sile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与对外政策制定紧密相联的是战略情报和战略评估。在这方面 , 1984年梅主编

出版了《了解敌人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报评估》一书。该书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法、德、俄 (苏联 )、美国和意大利等主要强国的战略评

估情况。每个案例均包括一个国家关于其他列强的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搜集和分析

过程、相关知识及分析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 ,以及情报部门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等内

容。该书各章执笔者大多为相关领域中之执牛耳者 ,使得这部著作出版后旋即成为

战略评估领域的一部经典。① 1993年 ,梅编辑出版了《美国冷战战略 :国家安全委

员会 68号文件解读》,②对美国冷战期间最重要的大战略文件从政策制定者和学者、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不同国家的学者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 ,被学界公认为解

读 NSC268号文件的最好的著作。2000年 ,梅出版了他的又一部力作———《奇怪的胜

利 :希特勒征服法国》。该书对 1940年纳粹德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便征服强大的

法国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 ,对德国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和法国的惨败进行了多角

度的对比分析 ,特别强调了德国情报工作的成功及其与德国总参谋部的专业水平和

组织水平之间的关系 ,同时认为法国的失败并不是像此前许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是

因为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出了问题 ,而应该主要从军队的决策失误 ,以及

法国和英国政治家对希特勒的错误认识等方面寻找原因。③ 2006年 ,梅再度与泽里

科合作编辑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与独裁者打交道 :美国外交与情报分析

的困境 , 1945—1990年》。在书中 ,作者对以下六个案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 1945—

1948年的美国与中国、1960—1965年联合国对刚果的干涉、1977—1979年的美国与

尼加拉瓜索莫查政权、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的美国与伊朗、1983—1986年

马科斯政权倒台时的美菲关系 ,以及 1988—1990年的美国对伊拉克政策。通过对这

六个案例的分析 ,作者试图加深人们对这些事件中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困境的理解 ,

即美国一方面声称要支持民主反对暴政 ,另一方面又要支持与自己结盟的独裁者 ,决

策者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周旋 ,是一件颇费思量的政策难题。

通过梅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 ,梅的学术研究与对外政策的制定这两者之间是

紧密联系、相得益彰的。如同他在《过去的“教训”》一书中所说的 ,“要使历史在政

府当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运用 ,专业历史学家需要发现能够直接、言简意赅、并且及

时地满足政府管理者需要的方法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④历史如被恰当地审

视、拷问与分析 ,可以为那些试图理解和解决政策问题的人提供有用的知识 ,这是

梅的信念 ,也是贯穿他学术研究的主要脉络。梅去世后 ,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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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格林厄姆·艾里森 ( Graham A llison)评论道 :“当代还没有哪

位历史学家能在历史和公共政策之间的鸿沟上如此成功地搭建起一座桥梁。欧内

斯特证明 ,对当今政策选择的洞察力的最佳来源出自对历史的扎实分析。”①类似

梅这样采取从外交史入手来探讨决策和战略问题的研究路径的代表性学者 ,还可

以举出剑桥大学已故历史学家欣斯利 ( F. H. H insley) ,②以及耶鲁大学历史学家

约翰·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和保罗·肯尼迪 ( Paul Kennedy)等人。

二、中层或中型理论

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其讨论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名著《遏制战

略》一书的前言中曾经提到 ,他的研究方法深受亚历山大 ·乔治 (A lexander

George)的影响。③ 亚历山大·乔治 ( 1920—2006)曾在兰德公司担任研究人员 20

年 , 1968年转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 ,其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国际冲突的避免、

管理及其解决 ,美国对外政策、总统决策、政治心理学、案例研究方法论等。在长达

60年的学术生涯中 ,乔治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④ ,是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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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my Lavoie,“Ernest May, Harvard Professor and Em inent H istoria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 ies at

80,”http: / /www. news. harvard. edu /gazette /2009 /06. 04 /may. htm l, 2009年 7月 26日。对梅的学术贡献的更
为全面的评价 ,参见 Akiya Iriye, ed. , Reth inking In ternational Rela tions: Ernest R. M ay and the S tudy of W orld

Affa irs, Chicago: Imp rint Publications, 1998.

有关欣斯利的生平和研究成果 ,参见 Jonathan Steinberg,“F. H. H insley and a RationalWorld O rder:

An Essay in B ibliography,”in R ichard Langhorne, ed. , D iplom acy and In 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 orld W 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2221.

约翰·加迪斯 :《遏制战略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时殷弘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前言部分 ,第 6页。
A 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W oodrow W ilson and Colonel House, New York: John Day,

1956; A lexander L. George, The Chinese Comm unist A rm y in Action: The Korea W ar and Its Afterm ath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A lexander L. George, David Hall, and W illiam Simons, The L im its of Coercive

D iplom acy: Laos, Cuba, V ietnam , Boston: L ittle, B rown, 1971; A lexander George and R ichard Smoke, D eterrence

in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A 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 l D ecisionm 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 se of Inform ation and Advice, Boulder, Co:
W estview Press, 1980; A lexander L. George, M anaging U. S. 2Soviet R iva lry: Problem s of Crisis Prevention , Boul2
der, Co: W estview Press, 1983; Gordon A. Craig and A lexander L. George, Force and S ta tecraft: D iplom atic Prob2
lem s of O ur Tim 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该书先后出过四版 ,是一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
合作完成的经典教科书。该书中文版参见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 :《武力与治国方略 :我们时代的外
交问题》,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 ; A lexander L. George et al. eds. , U. S. 2Soviet

Security Cooperation: Achievem ents, Failures, Les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 lexander L.
George, ed. , Avoid ing W ar: Problem s of Crisis M anagem ent, Boulder, CO: W estview Press, 1991; A lexander L.
George, Forcefu l Persuasion: Coercive D iplom acy as an A lternative toW ar, W 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2
te of Peace Press, 1992; A lexander L. George, B 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 ashing2
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A 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Presidentia l

Personality and Perform ance, New York: Perseus Books, 1998; A 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 tudies and Theory D evelopm ent in the Socia l Sciences, Cambridge: The M IT Press, 2005; A lexander L. George, O n

Foreign Policy: U nfin ished B usiness,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6.



际关系学界的一位巨人。

亚历山大·乔治特别关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并且身体力行 ,

通过自己的学术著作和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来推进学术界和政策界两者之间的互

动。早在 1966年还在兰德公司任职时 ,乔治便觉得有必要对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

论加以补充 ,增添一些与对外政策实践更为相关的理论。为此 ,他在兰德公司建立

了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项目。到斯坦福大学执教之后 ,乔治的学

术研究更聚焦于“填补对外政策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空白”这一主题。在研

究过程中 ,乔治认识到 ,有必要跳出结构现实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等演绎

性理论的研究路径 ,直接诉诸于经验研究 ,以打开政府决策过程和不同国家之间战

略互动的“黑匣子”,实现演绎推理和经验研究的密切结合。①

与前述欧内斯特·梅相似 ,乔治也特别关注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才能被正确

地得出并进而影响政策的问题。所不同的是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 ,乔治更强调自身

的研究要反映一种科学的自觉 ,更看重将这些经验教训归纳总结为各种理论 ,形成

可累积性的知识。为此 ,多年来 ,他综合运用“分析性的历史学门径” ( analytical

historical app roach)、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 ,加上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 ,对

美国对外政策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功能性问题 ,比如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管理、战

争终结、缓和、绥靖、争端解决、安全合作等进行了重点、系统的考察 ,总结出一系列

相关理论 ,并努力探寻其发生作用的条件。② 其结果是 ,不但澄清了长期以来存在

的一些模糊认识 ,而且由于研究成果紧密贴近现实并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在学术界

和政策界都获得了广泛的影响。现在 ,学术界一般称这些理论为中层或中型

理论。③

在一本专门讨论对外政策中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著作中 ,乔治总结出他认为

特别有助于政策制定的三种知识类型 ,即 : (1) 每种战略抽象的、概念化的模型 ,或

者说区分该战略 (如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管理等 )的关键变量 ,以及成功运用该

政策工具的一般逻辑 ; (2) 支持一种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的通用知识 ,其形式是

“有条件的归纳”;在政策制定中 ,有条件的归纳比单纯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的概率

关系要更为有用 ; (3) 关于对手的特定行为模式的知识。在乔治看来 ,这三种类型

的知识结合起来 ,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正确诊断他面临的问题 ,并提供相应的政策

选择 ,从而有助于他们确定是否及怎样运用某一特定的战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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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George, B ridging the Gap, pp. xx2xxi.

参见 A lexander George,“Foreword,”in N incic and Lepgold, eds, B eing U sefu l, p. x.

参见 Ny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p. 651; W alt,“The Relation2
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 36.

George, B ridging the Gap, pp. 1152134. 关于理论如何帮助政策的制定 ,另参见 W alt,“The Relation2
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 28234。



乔治虽然没有到美国政府中去直接担任职务 ,但由他所开辟的这一中层理论

的研究路径却为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界和实际工作者所推崇 ,因为他的研究能够加

深他们对威慑、危机管理和强制性外交这些常见问题的理解。近年来 ,政府内外的

不少专家学者在乔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美国对外政策当中遇到的新情况 ,对

其所讨论的各种中型理论又做了一些新的发展。① 有学者认为 ,在可预见的将来 ,

跨越理论和实践隔阂的最明显的桥梁将可能存在于那些“中型理论家”和对“运用

一般性知识 ( generic knowledge)来解释现实世界的某类问题”的文献有所了解的

政策制定者之间。② 在考察当前一些重要的国际热点问题如朝鲜核危机时 ,乔治

在威慑、危机管理、强制性外交等问题上的论述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发 ,

这再度证明了中层理论的适用性和生命力。与乔治的研究路径相似的学者有罗伯

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约瑟夫·奈、罗伯特·佩普 (Robert Pape)等。

三、国别与地区研究

历史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背景知识 ,中层理论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选择的

方案 ,它们对于政策制定来说都很重要。但是 ,即便拥有上述两种知识 ,如果对对

外政策所针对的对象知之甚少或干脆完全不了解 ,那么这样制定出来的对外政策

的质量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对外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政策制定的地方 ,这就是政策所指向

的对象是不同的国家。这个国家可能拥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语言、历史、文化、习

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 ,等等。要想使一国的对外政策制定有的放矢 ,掌握一些对

象国的具体知识恐怕是不可缺少的 ,而且往往了解得越多、越深入 ,对政策的制定

也越有用。但掌握这类知识 ,成为关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真正专家 ,是一项相当艰

巨的工作。单是学习和掌握对象国的语言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令人望

而却步。可以想象 ,由于时间和精力等多方面的限制 ,决策者自身很少有可能成为

某个国家和地区问题的真正专家 ,他们需要借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中那些长期研

究和跟踪某个国家或地区问题的专家学者的知识。这些专家学者经过长年积累 ,

了解政策制定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包括该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及思维

方式等各个方面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再以美国为例 ,起码在过去几十年中 ,美国

国家安全领域中那些经任命而产生的官员中 ,国别和地区问题专家占了相当的比

例 ,如中国问题上的迈克尔 ·奥克森伯格 (M ichel Oksenberg)、李侃如 ( Kenn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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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罗伯特·阿特等学者对强制性外交所做的进一步探讨 ,参见 Robert J. A rt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 The U nited S ta tes and Coercive D iplom acy, W 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3。
Lepgold and N incic, B eyond the Ivory Tower, p. 22.



L ieberthal)和柯庆生 ( Thomas Christensen) ,日本问题上的赖肖尔、迈克尔 ·格林

(M ichael Green) ,俄罗斯问题上的赖斯、迈克尔·麦克福尔 (M ichaelMcFaul)等。

限于篇幅 ,本文仅以白鲁恂 (Lucian W. Pye, 1921—2008)为例 ,来说明国别和

地区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对政策制定所具有的作用。白鲁恂 , 1921年出生于中

国 ,父母为美国来华传教士。1951年 ,白鲁恂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 1960

年起 ,白鲁恂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在政治发展理论、比较政治、中国研究、东

南亚研究等领域均有深厚的造诣 ,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1988—1989年 ) ,是美

国政治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① 其主要著作有 :《马来亚的游击队共产

主义》(1956年 )、《政治、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 :缅甸对认同的寻求》( 1962年 )、

《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年 )、《东南亚政治制度》(1967年 )、《中国政治的精神 :

关于政治发展过程中权威危机的一项心理与文化研究》(1968年 )、《军阀政治 :中

华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与联合》(1971年 )、《中国 :引论》(1972年 )、《政治科

学与地区研究》( 1975年 )、《领袖毛泽东 》( 1976年 )、《中国政治的动力 》( 1981

年 )、《亚洲的权力与政治 :权威的文化面相》(1985年 )、《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

文化》(1988年 )、《中国的谈判风格 :商业实践与文化原则》等。②

虽然白鲁恂毕生以研究和教学为自己的中心职责 ,并未正式出任过政府公职 ,

但他却不是一位象牙塔学者 ,而是从一个从事独立研究的学者的角度 ,对美国的亚

洲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提供批评和分析。他经常访问亚洲 ,对亚洲各国的内外政

策保持密切的关注 ,并经常撰写相关文章和发表演讲 ;他定期为兰德公司提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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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白鲁恂的生平与学术贡献 ,参见 Donald B lackmer, “The Contribution of President Lucian W.

Pye,”PS: Politica l Science & Politics, Vol. 21, No. 4, Autumn 1988, pp. 8822891; Donald B lackmer,“Introduc2
tion: An App reciation of Lucian W. Pye,”in R ichard J. Samuels and Myron W einer, eds. , The Politica l Culture of

Foreign A rea and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Essays in Honor of Lucian W. Pye, W ashington: B rasseyπs, Inc. , 1992, pp.

xi2xxi; 牛可 :《白鲁恂 :现代化理论家、“冷战斗士”和中国通》,《世界知识》2009年第 1期 ,第 62—63页。
Lucian W. Pye, Guerrilla Comm unism in M alay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idem,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 ation2B uild ing: B urm aπ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idem, Aspects of Politica l D evelopm ent, Boston: L ittle, B rown, 1966. (该书中译本参见鲁恂·W. 派伊 :《政治发
展面面观》,任晓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 ; idem, Southeast Asiaπs Politica l System , Engel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1967. (该书中译本参见卢西恩·派伊 :《东南亚政治制度》,刘笑盈等译 ,南宁 :广西人民
出版社 1993年版 ) ; idem,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 l S 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 l

D evelopm ent , Cambridge, Mass: M IT Press, 1968 (该书 199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了修订版 ) ; idem, W arlord Pol2
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M oderniza 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71; idem, China: An

In troduction , Boston: L ittle, B rown, 1972; idem, ed. , Politica l Science and A rea S tudies, B loom 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75; idem, M ao Tse2tung: The M 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idem, The

D ynam 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Publishers, Inc. , 1981) (该书先
后出过 4版 ) ; idem,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ultura l D im ensions of Authority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idem, The M andarins and the Cadre: Chinaπs Politica l Cultures, Ann A 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2
ies, The University ofM ichigan, 1988; idem, Chinese N egotia ting S tyle: Comm ercia l Practices and Cultura l Princi2
ples, W estport, Conn. : Quorum Books, 1992.



咨询 ;他曾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外交事务顾问 ,还不时在国会举

行的政策听证会上作证 ;他还曾负责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中国研究项目 ,曾经为打开

与中国的关系出谋划策 ;他还是美国组织美中学术及其他交流的团体———美中关

系全国委员会的创立者之一。白鲁恂所从事的这些活动不仅与其学术研究不矛

盾 ,相反还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资源 ,使得他的学术成果既有启发性 ,又具实

用性 ,既不过于“学术”,也没有过度陷入战术层面上细枝末节。①

白鲁恂的出身及其早年经历使他对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政治态度

的影响有深切的感受 ,这对于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影响。除了现代化及政

治发展理论之外 ,白鲁恂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情有独钟。在其长期的学术生

涯中 ,白鲁恂综合运用人类学、政治心理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考察了亚洲

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诸文化的基本生态 ,分析了其对当代亚洲政治意识形态、政治

价值观和政治行为的影响 ,并得出了一些与众不同、发人深省的结论。例如 ,在

《中国政治的精神》一书中 ,白鲁恂认为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是“权威危机”,这种危机发生于“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受到发展过程的

剧烈损害之时”。随着传统领导人被证明无法应对现代化所提出的要求 ,而其他

社会结构———首先是家庭———又逐渐丧失其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的时

候 ,政权的合法性也便不复存在了。②

基于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 ,白鲁恂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做出

过惊人准确的预测。在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出版的《外交》季刊

上 ,白鲁恂发表了《中国领导人即将直面的困境》一文。当时 ,在美国的中国观察

家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 ,即在经过“大跃进”时期的狂热行为之后 ,中国的行

为将变得“聪明、灵活和理性”。但白鲁恂认为这种判断反映的实际上是观察家们

自己的“理性和清醒”,而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入手 ,通

过缜密的分析 ,白鲁恂预言中国政治将会出现“剧烈变动”和“不稳定”,以及高层

中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③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和地区研究问题专家 ,白鲁恂的学术门径 ,深受其早年在耶

鲁大学的业师———政治心理学家内森·莱茨 (Nathan Leites) 和比较政治家加布里

埃尔·阿尔蒙德 ( Gabriel A lmond)的影响。国别和地区研究的知识类型常以比较

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为基础 ,辅以对研究对象国语言的掌握和文化的理解。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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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B lackmer,“Introduction: An App reciation of Lucian W. Pye,”p. xvii.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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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2402.



看出 ,这种知识类型往往有助于对外政策的制定。① 现在学术界持有这种研究取

向的 ,还有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和傅高义

( Ezra Vogel)等人。

四、结　　语

要处理好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性和政策性的关系 ,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发现某

些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通过考察欧内斯特·梅、亚历山大·乔治和白鲁

恂三位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的学术成果 ,本文认为 ,历史案例研究、中

层理论 ,以及国别和地区研究这三种知识类型 ,可以有助于缩小国际问题研究中学

术和政策之间的距离 ,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提供和运用这些类型的知

识 ,学者可以对政策的制定发挥积极的影响 ,尽管这种影响仍然是有限的、间接的 ,

因为政策毕竟还是由决策者来制定和实施的 ,学者无法、也不应该越俎代庖。②

本文所提到三种知识类型 ,反映了笔者本人的偏好 ,肯定有些武断。当然还有

别的知识类型也对政策制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冷战时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战略研究尤其是核战略研究 ,便是一例。另外 ,上述三种知

识类型也各有自身的局限。众所周知 ,“历史的教训”常常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就

像存在“战争的迷雾”一样 ,也存在“历史的迷雾”。人们从一个特定历史事件中得

出的所谓“正确的”历史教训经常相互矛盾 ,在此情况下如何对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呢 ? 即便就“正确的”经验教训达成了一致意见 ,如何将之在新的背景条件下成功

地加以运用 ,又是一个难题。中层理论十分注重厘清有效推行政策的背景条件 ,这

使其比那些大理论更具政策含义 ,比历史学家的建议也更清晰。但有学者认为 ,中

层理论为某种政策的实施附加了过多的条件 ,这使它们对政策的指导作用受到了

限制。③ 一般来说 ,国别与地区研究方面的知识积累得越多越好 ,但也有可能“只

见树木 ,不见森林”。所有这些 ,都提醒我们 ,世界是复杂的 ,没有一种知识能够包

打天下。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在知识的工具箱中多准备几种不同用途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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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国别与地区研究与政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 ,参见 Pye, ed. , Politica l Science and A rea

S tudies; David Szanton, ed. , The Politics of Know ledge: A rea S tudies and the D 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关于学术和政治之关系的经典论述 ,参见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年版。

W 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 36.



portant feature of modern political studies. Separation of the two is not con2
ducive to governmentπs scientific decision2making, and nor is it beneficial in
allowing the fulfillment of the academiaπ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re is a
“division of labor”between policy studies and pure theoretical study, but
the two fields should not be simply judged by their functions.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big powers should include both diverse political policy re2
search as well as a solid found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Types of Knowledge Beneficial to Foreign Policy Yu Tiejun　 (47)⋯⋯⋯⋯
Ernest R. May, A lexander George and Lucian W. Pye were among those
scholars who are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in using historical case studies,
m iddle2range theories, and area studies respectively. These three types of
knowledge are helpful in m inim iz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academ ic stud2
ies and policy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p roviding these types
of knowledge, scholars can make a positive impact on policymaking.

Recognizing the Academ ic Qualities of Policy Studies D a W ei　 (58)⋯⋯
China needs research that is conscious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needs; it
needs policy studies that also implement theoretical training.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licy studies research requires more emphasi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academia, research methods, specialization of subject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business, academia, and media.

Five Roles Scholars Play in Policymaking Yu W anli　 (68)⋯⋯⋯⋯⋯⋯⋯
Scholarsπroles in public policymaking are more important. In every stage of
public policy decision2making, scholars p lay the roles of setting the agenda,
designing p lans for policy,“decision2making”in policy adop tion, enforcing
policy, and evaluating policy. Scholarsπ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ci2
sion2mak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ir own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 mastery
of the areaπs specific knowledge, and proper research methods. Only then
can scholars contribute more to policy and serve society.

The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cadem ic
Research and Policy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ang Zh izhou　 (74)⋯⋯⋯⋯⋯⋯⋯⋯⋯⋯⋯⋯⋯⋯⋯⋯⋯⋯

The key idea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IR are a“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issues”and a“reflection of Chinaπs international view and interna2
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main path for the Chinese school to follow is
to consider both research issues and theories. A complicated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research of interna2
tional studies. As long as there are real issues being studied, and the study is
contributing incrementally to theory building, the Chinese school will grow in
the environment of research.


